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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遗保护的中国实践是以历史文化传统和现代行政资源优势的县域实践为基础的。县域
是非遗保护公共事业的正式制度的第一层级，也是保护实践的一个主体，负责组织县 ( 市) 域的各个部门

和机构，各个社区、群体、组织和居民参与非遗项目的发现、申报、传承和传播，开展文化生态保护区建
设，以此将本地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与那些把“社区”限定在基层邻里范围的认识不同，本文通过
对滕尼斯、帕克等人的经典社会理论中关于社会、社区等关键概念的辨析，得以能够把《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的“community”概念同时看作 ( 邻里) “社区”和 ( 文化) “共同体”。本文通过分析“民间
的”文化活动转变为“公共的”非遗项目的过程中，县域行政机构与专家群体和居民及其组织的合作模
式，得出结论: 非遗保护的县域实践是社区保护的一个层级，它包含丰富多样且具体生动的邻里范围的项

目活动，本身又是具有整合多方面、多主体来建构地方认同的一种集体性主体，并为省域、国家与人类在
非遗共享的意义上形成共同体奠定基础条件。循此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发掘非遗保护的中国实践与公约
文本的内在联系，为中国特色非遗保护的县域实践得以更好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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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是基于国际公约而在全世界绝大多

数地方开展着的公共文化事业。中国在其中发挥
了突出的作用，以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和卓越的

创新保护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有学者把它作为
一种特殊的现象，概括为 “非遗保护的中国实
践”［1］［2］。非遗保护的中国实践是以县域为单位
开展的，中国的非遗代表作 “四级”名录是以
县 ( 市) 级为起点的。在原则上，所有进入省
级、国家级以及申报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首先应该是已经

被列入某个县 ( 市) 级名录①。中国以非遗保护
为中心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虽然多数都是以地

市级作为申报主体，但是具体的保护工作也是按

照县域进行的。国际社会所重视的非遗社区保
护，虽然并不等于县域保护，但中国在县域的保

护探索是一种特别能够发挥中国的历史文化传

统、行政特色和区位禀赋的社区保护模式。有鉴
于此，我们早前提出中国非遗保护的 “县域实
践”［3］的论题，希望能够集中概括中国非遗保护
行动的一些创新措施。现在从基本概念的角度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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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讨论“县域实践”，以此来扩展基于国际公约
的“社区保护”的内涵，用中国实践来丰富我
们对于公约文本的认识。

一、非遗保护的 “社区”概念
作为重要的国际法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明确把 “社区”作为遗产的主要拥
有者、传承者。“社区”在该公约和后续发布的
《伦理原则》中都是约定承认的非遗主人和非遗
保护主体。基于社区的基本地位，人们相应地提
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保护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社区保护”符合文化

传承内在规律和现代社区发展的现实需要，但是

其学理内涵和重要性在国内学界尚未得到系统的

论述。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就已经有学者运用
“社区”的概念进行民间传统文化在村落中传承
和保护的经验研究［4］。周星是我国较早明确阐
述非遗社区保护论题的学者，他在 “综合发达
国家和地区的先行经验，同时也结合中国的具体

实际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 “把民族民间的
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乃是较为可行的

一种选择”［5］的论断，因为基层社区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母体”。他基于教科文组织的非
遗保护理念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提出了社区保护的

议题。徐赣丽则结合融水苗族坡会群的例子，对
其观点进行了经验研究的支持［6］。周超以翔实
可信的相关法律文件为依托，回顾了 “社区保
护”理念在国际和国内学界逐步达成共识的基
本过程［7］。这些都是较早在理解公约精神和经
验研究上接续社区保护议题的成果。
上述研究代表了我国学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

产社区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和专题的经

验研究，但是对于社区的界定基本上限于传统村

落社区，尚未对社区概念进行理论性的系统论

述。其实，中国的非遗保护实践已经以多项创新
措施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对于我们结合中国实践

理解或重新阐释 “社区”概念，具有启示。现
代非遗传承困境的原因并不在于传统社区内部，

而是其外部语境的变迁，包括现代体制的确立

等，导致二者之间无法衔接。因此，除了保持原
有的文化传承机制，保护工作就是要解决传统文

化与现代体制的衔接问题，即作为公共事业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必然需要把传统社区

与外部公共事业结合起来，形成更大的公共空

间。作为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区县具有较为完备的
现代体制，包括有专门的文化主管部门、现代教
育体系和财政支持力量等，是能够发挥政府力量

与基层社区传统合力的实际运作 “社区”。近年
来，有学者立足实践，对于非遗传承的社区层次

进行分类和阐释，并指出社区 “不应该大于乡
镇范畴” ( 刘朝晖，2009) ，但是县域范围保护
实践尚未被明确表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

“社区保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保
护和传承的现实依据与说服力。

二、社区: 基层邻里地域与
文化共同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03 年的非遗保护公
约、2015年的非遗保护伦理原则中把个人、群
体、社区作为非遗的主体和非遗保护的诸多重要
主体中的首要主体。在这些基础文件中， “社
区”几乎总是和“个人”“群体”相提并论。由
于“个人”和“群体”通常都以可见的实体出
现，如歌手或故事家、歌圩人群或庙会人群，人
们一般也把 “社区”视为类似的自然实体，是
一种意涵和边界都清晰的概念，一些人甚至把

“社区”等同于村社、街坊之类的基层范围。其
实不然，“社区”概念在公约及其相关文件中都
是相当模糊的，从未被界定。如果只是把它等同
于基层范围的村社与街坊，其实是虚化了它的作

用，因为在这个范围，“个人”和 “群体”就足
以标志非遗项目的实践者和传承人了， “社区”
的独立作用很有限。但是，在非遗保护的各种语
境中，“社区” “社区保护”都是十分常见的概
念，这显示它是一个有分量、有价值的概念，只
不过我们现在的理论认识没有厘清它在这些语境

中应该有更丰富的义项和用法。
在西文和中文中，“社区” ( community) 都

是一个具有深厚学术传统的基本术语，与人类的

现代进程的很多方面和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的基

本概念纠结在一起，包含着丰富而复杂甚至矛盾

的内容，我们在很多时候基本能够使用这个概念

进行交流，但有时候深究起来，又造成交流中的

误解。因此，特别有必要专门对非遗保护中的
“社区”概念进行学术梳理和理论建设。

“社区”作为基础概念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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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887 年滕尼斯 ( Ferdinand Tnnies) 出版的
Gemeinschaft und Gese11schaft ( 译为 《社区与社
会》或 《共 同 体 与 社 会》 ) ① 一 书。德 文
Gemeinschaft 被翻译为英文的 community，并被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纳入社会学的
学科理论，成为核心概念［8］。20 世纪 30 年代帕
克来北京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参与学术活

动的学生费孝通等人把 community 翻译为 “社
区”，以与“社会”一词区别和并举，由此形成
中文的习惯用法。Community 也被译为 “共同
体”，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的 The Imagined
Community 就是以《想象的共同体》之名而广为
人知。在这样一个中西文的概念背景下，我们怎
么理解非遗公约英文版中的 community、中文版
中的“社区”呢?
我们首先得回到滕尼斯的原创。他在这部经

典著作的开篇指出，人以各自的意志作用于他

人，相互之间形成互动，产生否定作用或肯定作

用。滕尼斯是以相互的肯定关系为进路而看到人
结合为群体的 ( Gruppe) : 基于肯定关系，人们
相互扶持、相互慰藉、相互履行义务。这种肯定
关系所形成的群体一旦被理解为统一向内或向外

发挥作用的生命体或实体，就会被称作一个结合

体 ( Verbindung) ②。在滕尼斯之前，德语习惯用
Gemeinschaft 和 Gese11schaft 来指称这种结合体，
因为它们在德语里是同义词。滕尼斯已经发现这
种结合体其实要分为两类，设计一个方案让这两

个词分别表示其中一类。他说， “对关系本身，
即结合 ( 体) 而言，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真实

的与 有 机 的 生 命，那 么 它 就 是 共 同 体

( Gemeinschaft) 的本质; 如果我们将它理解为想
象的 与 机 械 的 构 造，那 么 这 就 是 社 会

( Gese11schaft) 的概念”［8］。当人与人的结合体
被从内部或外部看做一个整体的时候，既可以称

为“共同体”，也可以称为 “社会”，但是细分
起来，共同体所指的结合体对于当事人来说更像

一个“真实的” ( 可以理解为实在的) 、 “有机
的” ( 可以理解为与自己具有密切的、不见外的
联系) 生命体; 社会所指的结合体对于成员来

说就没有生命体的感觉了，只是一种 “想象的”
( 可以理解为间接关系的) 、“机械的” ( 疏远一
些的、没有那么多对人的亲活性) 构造物。
滕尼斯把共同体和社会看作对立概念。“所

有亲密的、隐秘的、排他性的共同生活都被我们
理解成共同体中的生活; 而社会是公共生活，社

会就是世界。在共同体里，一个人自出生起就与
共同体紧紧相连，与同伴共同分享幸福与悲伤;

而一个人走入社会就像走入另一个国度。”［9］对
于个人来说，共同体和社会各自包含着不同性质

的结合: 在共同体，“人作为一个整体中的自然
成员，相互关联到一起”; 相反，在社会里，
“人作为个体，彼此之间完全独立，个体只有通
过自己的抉择意志才能进入相互的关系之

中”［9］345－346。在共同体，成员与他人的结合是出
于“本质意志”，即先于个人已有质的规定性、
不以个人好恶而改变的意志; 在社会，个人与他

人结合是出于 “抉择意志”，即个人自己的志
愿、个人对自身得失的考虑［9］。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罗伯特·帕克沿

袭滕尼斯的三个基本概念( 结合体、共同体、社
会) 建立实证社会研究的理论结构与方法论，

其 概 念 是 society， community， and social
group［8］163。不过，他对滕尼斯的三个基本概念
进行了改造，以服务于他对于社会学经验研究的

方法需要。中文的社区概念就是直接来自帕克对
于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以及它与社会概念的关系

的改造。帕克说，这三个概念在着重点上有一定
差别，但在意思上没有太大差异。“社会是一个
更抽象、更富于包容性的术语，而众多社会群体
构成社会，每个社会群体拥有它特定类型的组

织，与此同时也具有该社会在抽象的意义上的一

般特性。社区这个术语用来从地理分布的角度指
由个人和机构组成的社会和社会群体。由此而
言，每一个社区都是一个社会，但是并非每一个

社会都是一个社区。一个个体可能属于多个社会
群体，但是他通常不会属于一个以上的社区，除

非他作为一个较小社区的成员也属于一个他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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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滕尼斯的 Gemeinschaft und Gese11schaft 曾被译为《社区与社会》 《共同体与社会》，我们采用后一种译法，见张巍卓译本，
商务印书馆，2019年。
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 67－68 页。译者注写道，不同的英译者将 Verbindung 分别

翻译为 association ( 结盟) ，union ( 联合) ，fraternity ( 兄弟会) 等。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 Verbindung不是指结合的行动，而是指结
合的组织实体，因此我们理解为“结合体”，并把这三个英文词翻译为组织实体: association ( 盟会) ，union ( 联合体) ，fraternity ( 兄
弟会) 。



成员的较大社区……至少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一
个个体不会只是因为他居住在一个社区而是这个

社区的一员，毋宁说，他因为参加这个社区的公

共生活，所以是这个社区的成员”［8］163。帕克把
community译为“社区”是精确的，是具有明确
而具体的“区”域的社会、社会群体。
帕克的社区可以做为经验观察的范围，所以

是小 社 会 或 小 共 同 体。他 提 倡 社 区 调 查
( community study，survey of communities) ，并举
例介绍当时新兴的市镇、农业社区的描述性调查
报告［8］212，219。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学
界，以吴文藻先生为代表的师生们有当面和帕克

交流的机会，他们把这种新兴的方法称为 “社
区研究法”，并在北京郊区等地实施起来。帕克
把滕尼斯的共同体确定为方便调查的社区，为社

会调查的方法奠定了理论的基石，在根本上推动

了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
community被译为 “社区”，也是恰如其分。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层社会管理改革，村社和

街道以下的自治范围被统称为社区，更加强化了

社区概念指向基层、小范围的含义。社区是一个
邻里社会。我们对非遗保护所使用的 community
也自然按照这个惯性理解，这可能无形中就束缚

了我们的理解力和想象力。
当我们在中国非遗保护的全部实践经验中思

考“社区保护”的理念时，我们感到社区概念
的狭义化是问题所在。回到滕尼斯原创的共同体
概念，我们获得了新的理论空间。
滕尼斯把共同体与社会的对立放置在传统向

现代转化的历史中: 传统的结合体是共同体，现

代的结合体是社会。他所论及的共同体的真实例
子有血缘共同体 ( 如家族、部落) 、地缘共同体
( 如乡村社团) 、精神共同体 ( 如行会、兄弟会、
教会) 等，这些都是传统时代所有的。他的社
会的真实例子是近代城市出现的市民社会。
滕尼斯理论建设的主旨是建立人与人结合的

理想类型，历史中的经验现象主要是对于理想类

型的检验。滕尼斯用 “共同体”彰显人与人的
带情感的“协同性”关系，用 “社会”承载人
与人的理性的 “交换性”关系。并非家族、村
社、行会才是共同体，而是它们与成员的关系的
性质代表着共同体: 休戚与共的意识、默认一致
的精神。恰恰不是说现代社会只有 “社会”，没

有“共同体”，而是要在建立了共同体和社会的
理想类型并经历了历史检验成为有效概念之后，

再把这组概念同时用于现代社会的研究。
在个人层次，人生而就在自己的共同体之

中，在社会中是依靠自己的选择而与他人结合

的，这些都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处境。在人的结合
上，着眼于疏远是社会的角度; 着眼于认同是共

同体的角度。把对象看作基于认同、共识的整
体，是共同体的视角，能够成为对象的既有初级

的、先赋关系的家族、村社、大学，也有以各种
文化标志为中心的城市、区域、国家乃至人类共
同体。把对象看作由各种不同的个体、组织、机
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的视角，能够成为对象的

既有阶级阶层差异的码头、集市、街区、工厂、
城乡，也可以是与一国相对的社会、国际社会。
共同体与社会并非由范围的大小所决定，而是由

言说者要强调的人与人的结合的性质所决定。
其实，帕克对于滕尼斯的方法改造还有一个

贡献，这就是支持这两个概念同时用于现代社会

研究的有效性。帕克认为，社区和社会是我们观
察人类存在的不同视角，“社会”包容差异和变
化，“社区”需要公共生活、共同的认同感、基
于交流的共识才能够成立［10］。
回到非遗保护的相关文件，我们对于作为非

遗主体、非遗保护主体的 community 有了更宽阔
的思考空间。我们应该根据学术传统，在基层采
用“社区”概念，在县域及更大范围则采用
“共同体”概念。非遗保护一定是某个把自己视
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社会实体 ( 如县域、省域、
国家、人类) 所操办的文化工程。县域作为这
样的一个共同体，处于具有综合能力和主动作为

的第一层级，几乎可以承担非遗保护的各种责

任，如初级的代表作名录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
建设、全县非遗展演、非遗进校园等。县域，在
这里由各种行动者的独立存在和联合行动所构

成，并因此形成一个以非遗认同为过程和结果的

共同体，所以非遗保护的县域实践是追求共同体

建设的“社区保护”的一个层级。

三、县域作为公共体制支持的
文化共同体

如果研究民间文化，我们以村落、老街坊为
对象是合理的，能够扩及乡镇 ( 尤其是一些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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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就算是视野开阔的了。但是，关于非遗保
护的研究，城乡小社区的调查只是整个调查的部

分，因为作为公共行动的非遗保护的基本单位是

县市。不论是非遗普查，还是项目申报，传承基
地和保护中心的建设，即使我们置身于一个具体

的村社来谈问题，我们都不可避免地、或直接或
间接地在县市的辐射下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民
间文化 “自然、自在”地在当地发生，但是其
中的项目要作为非遗项目必然有县域的行政、专
业和公益的部门或组织参与其事。
中国的县域是地方居民与国家制度结合的地

理空间，在这个层级，正式的国家制度比较完

备，县域、县治与人口的对接大都具有比较长的
历史连续性，尤其是修县志的传统本身就是保存

地方记忆的载体，把山水田园、风俗习惯、人物
文脉统合一体。每本县志都在讲人杰地灵的故
事，至于“灵”在何方、“杰”在何处，则又是
各不相同的故事。所以在传统上，县域既是比较
基层的行政区划，又是文化共同体。
中国长期是王朝国家，所谓 “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地方上，多数
采用郡县制，地方上的社会生活不是受一家一姓

的私人统制，流官制使地方公共生活更具有开

放、包容的活力，具备一定形成公议、公益的机
会和机制。原来的采邑却不是这样。在采邑制下
的卿大夫不仅对其封土是世袭的，而且在其封土

内几乎与国君一样有相对的经济、政治和征兵的
权力，并有家宰和邑宰掌管其封土，实际上已成

为一个独立的小国家［11］。
郡县的出现是在 “地方上”长出来的，并

不是哪个明君想出来的。历史上所谓秦始皇
“废封建，置郡县”的说法，是就国家制度的统
筹而言，并非发生学的。有学者从史料梳理中概
括，春秋时，在世族世官制度还在普遍推行的情

况下，晋、楚等国已开始了县的设置，晋、吴已
开始郡的设置。县与郡并无领属关系，通常兴起
于边境地区，在采邑制运作不灵的时候，各自因

筹军、人口管理等需要而建立，虽然这时郡县中
的县大夫和县公仍大都由卿大夫及其子弟担任，

但到战国时代，新的县不断冒出来，动辄提及几

十个县，其县令由国君自行任免。秦始皇 “分
天下为三十六郡”，或是战国时七国所设，或是
秦在新开拓的地区以及在兼并六国过程中所建

立，并非秦统一六国后才为秦所新置［11］。
在郡县制下，县是具有比较完整功能的第一

级地方单位，行政、司法、财税、兵役、学校、
科举、救灾等，历代相沿，俨然使一个地方具有
历史生命。方志记录了县域的人、物、事件，把
县域内的万事万物结合在一起，呈现了滕尼斯所

谓的“真实的与有机的生命”［9］。
县志是记述一县范围的方志。在全国古籍所

存一万多种方志中，县志有六七千种。在所有志
书中所占比重最大，县是中央集权制下的基层行

政区划，县志通常由县行政长官主修，私人编纂

的也有，即有的县志是由当地出生的中央官吏或

知名人士所纂修，例如明朝康海的 《武功县
志》、韩邦靖的《朝邑县志》等。县志一般记载
较详，在纵的方面，既记古，又载今; 在横的方

面，既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情、风
俗，又述天象、气候、山川、形胜。县志既是一
县资政之书，又可备修史和上级志书编采取

材［12］［13］。当然，对于地方社会的公共生活来
说，最基本的是县志承载着中国各个县域的文化

传承，在某种意义上使县域作为行政地区的同时

也能够被认知为文化共同体。县志一是要向朝廷
报告地方情况，提供国史、一统志的资料; 二是
作为流官的县令了解地方的途径; 三是县志对于

地方及其居民来说具有共同体认同的功能。
县域的 “地方”不仅是地理空间，而且是

人与物至爱至性的结合，一山一水都深具居民的

烙印，既是生存资源的来源，也是审美的对象和

载体。地方上有各种各样的习惯维持居民与自然
环境之间建立 “家乡”关系，在风水观念中土
葬自己的亲人，在端午节举办龙舟竞渡，清明节

家族祭祖、重阳节相约登高也都包含春游、秋游
的活动，无不都是近山亲水之举。从 《诗经》
《楚辞》就兴盛起来的把自然转化为诗情画意的
传统到宋代发展成为 “八景”体山水画，并在
清代成为每个县都在尝试的 “文化工程”。据周
琼介绍，五代末北宋初的画家李成绘了一幅

“八景图”，“八景”之名正式出现。北宋宋迪在
“八景图”的基础上，绘制了八幅名为 “平沙雁
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
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的 “潇
湘八景图”。大量方志记录了当地八景及其诗文
歌赋，有的在卷首附绘了八景图画，一些地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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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八景刻绘于石碑。周琼以云南为例说，乾隆中
后期，云南各府州县乃至乡镇都有了 “八景”，
例如宣威“榕城八景”是 “高顶樵歌、温泉渔
歌、榕峰耸翠、宛水环清、桂洞凝香、桃溪泛
锦、仙屋栖云、翠屏积雪”［14］。八景现象只是地
方民众与自然山水建立亲密情感和审美关系的广

泛现象之一，此类事实其实仅是县域人文与自然

合体的发展过程的一个突出例子而已。
当代文化遗产保护在县域的实施虽然说是一

项新的事业，显然来自文化的世界交流，但是从

根本上说，它在县域的实践其实也是县域作为文

化共同体的传统复兴。
当代的县制在区划上基本沿袭传统，大多数

县都保持着自己的地域、历史和文化连续性。中
国进入现代国家以来，多数县都是几次修志。县
域的公共部门十分齐全，道路、水电、通信、媒
体、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公共基础设施大都
能全县覆盖，在全国大多数地方都做到了通到

村、通到户，基本上是人人可企及的。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在县域已经具有一定的普及性和保障。
县域具备支撑文化事业的各项制度，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有条件培育文化共同体。

四、县域作为非遗保护的
共同体和实践主体

县域是一个历史文化地理范畴，县政府承担

地方公共事务的责任，由县政府主导的县域自然

也成为各种文化事业的组织单位。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事业中，县域在相关体制里占据着重

要地位，在工作中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对县域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予以检视，是认识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一个基本方面。有鉴于
此，我们提出非遗保护的县域实践，并利用中国

的县域实践检视国际公约的 “community”保护
理念，在中文表述中重新建立 “社区”与 “共
同体”的逻辑关系和经验分工，以便我们的保
护工作在一个更新的理论支持下更好地发展。
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我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系中是最为基层的工作，自

2005年以来，各县市对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行了较为详细的普查，建立了县域非物质文化遗

产数据库，对县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留状况有

了比较全面和清楚的认识，也为保护工作打下了

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报是各县市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最为重视的工作，

申报项目的选择、项目的命名、文本的制作都以
县域为初级单位。很多县市将进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的项目作为县域的文化名片，在对外交往

交流中发挥作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中
的项目名称可以发现，各县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命名，特别是较高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命名，有较多包含了县市名称。这反映了县域
在申报代表作名录时，自身也希望被代表。
县域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因为文化的内部认同

而作为共同体，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县域的
非遗保护是多主体的法定合作。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① 的相关规定，县
级以上 ( 包括县级) 人民政府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各项工作的组织者，但不是非遗保护的唯一主

体。非遗法也赋予事业机构、民间组织、公民等
相关组织和个人的主体权益。按照非遗法的制度
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保存、名录申
报、传承、传播、弘扬等各项工作首先是要在县
域通过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组织，通过

专业团队、事业机构、非遗实践人群等合作开展
起来的。
县域是作为生活实体的社区与基于认同而出

现的文化共同体这两者最贴近的地域。非遗保护
的多主体合作是现实发生的。县域的非遗保护实
践总是从自身的条件出发，通过成立相关机构，

建立保护工作机制，扶持实践主体等工作为保护

活动提供制度和人的条件，通过公共展示、非遗
进校园等活动培育居民对于家乡项目的认同

意识。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

产作为县域文化共同体的代表来建设的项目是文

化生态保护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生态
保护区是一个实践非遗整体保护的实验区。黄小
驹、陈至立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相互关系出发，较早提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定

义。他们认为，“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
定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区域中，有形的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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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与乡镇、传统民居及
历史遗迹等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

承、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
统手工技艺等相依相存，并与人们依存的自然和

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和谐相处。”［15］

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象山渔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是较早立项建设的县域项目，因为有

一个自觉追求县域文化的总体定位的目标，众多

的项目围绕一个中心主题建设，既有利于保护各

项目和传承人，也有利于在传播中传递明确的认

知信息。其他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虽然
不是由县域独立立项，但是在实施中也都是要落

实在县域，这些保护区的建设对于所涉及的合计

217个县区通过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操作极大地
丰富了县域文化共同体的内涵和公共认知。
全国多数省市都设立了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其中众多的立项单位是县域。它们发挥自
身文化底蕴，在中华文化中寻找自己的代表地

位，甚至在一些独特的方面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公

共认知。其中，山东省荣成市 ( 县级) 以海洋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名义整合自身的历史、地理和
活态文化，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成
效的探索。
非遗保护的县域实践实际上就是共同体层

次的文化自觉［16］在县域的表现。中国学者大力
提倡的非遗整体性保护在县域的实践带来了众

多把非遗项目与自然环境、历史文物整合一体
的保护创意，尤其是促成了众多县域文化生态

保护区的规划与实施。在这类项目的落实过程
中，几乎是县域的全面动员与参与，共同把县

域建构成为一个地域独特性与活态文化特色相

互印证的文化共同体，既激活了本地的历史、
人文传统，也借助非遗代表作名录树立了核心

象征或标志性文化，在凝聚内部自我认知的同

时，向外部展示自己的鲜明形象，产生内部与

外部基本协调的认知，奠定一种有利于社会发

展、经济建设的文化条件。
总之，在理论认识上，文化遗产的社区保

护应该同时在邻里范围和文化共同体的意义上

予以解释，所以非遗社区保护是指这样一种理

念，它基于文化的公共性原理和文化通常总是

被特定社群所共享的事实，将一定的社区视为

文化主体和传承单位; 它也是指一种区别于代

表性项目传承人保护、文化生态区保护的遗产
保护方式，旨在通过社区参与、社区认同而保
障遗产项目在真实生活中有效传承，保证社区

作为整体在非遗保护中受益。非遗保护的县域
实践是社区保护的一个层级，它包含丰富多样

且具体生动的邻里范围的项目活动，本身又是

具有整合多方面、多主体建构地方认同的集体
主体，并为省域、国家与人类在非遗共享的意
义上形成共同体奠定基础条件。

［参 考 文 献］

［1］ 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与经验［J］．民间文化论坛，2017( 4) : 17－24．
［2］ 高丙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精神构成与中国实践［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 4) : 56－63．

［3］ 韩成艳．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公共文化的保护:基于对湖北长阳县域实践的考察［J］．思想战线，2011( 3) : 94－98．
［4］ 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6) : 45．
［5］ 周星．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保护与基层社区［J］．民族艺术，2004( 2) : 22．
［6］ 徐赣丽．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保护的经验:以融水苗族坡会群为例［J］．河南社会科学，2011( 2) : 42－46．
［7］ 周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保护:国外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J］．河南社会科学，2011( 2) : 33－37．
［8］ ＲOBEＲT E． PAＲK，EＲNEST W． BUＲGESS，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1: 161－164．
［9］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68．
［10］ 于长江．从理想到实证:芝加哥学派的心路历程［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181－182．
［11］ 韩连琪．春秋战国时代的郡县制及其演变［J］．文史哲，1986( 5) : 46．
［12］ 曹子西，朱明德．中国现代方志学［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 51－54．
［13］ 彭静中．中国方志简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8－10．

67



［14］ 周琼．“八景”文化的起源及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以云南“八景”文化为中心［J］．清华大学学报，2009( 1) :
106－115+160．

［15］ 黄小驹，陈至立．加强文化生态保护 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水平［EB /OL］． ( 2007－ 04－ 03) ，http: / /www． ccdy． cn /
pubnews /483993 /20070403 /517010．htm．

［16］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Practice of Community-bas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on the
County Level :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Key Concepts

HAN Cheng-yan1，GAO Bing-zhong2

( 1．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

2．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The Chinese practi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s based on the county-level
practic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 and the advantage of modern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County is the
preliminary level of the formal syste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ublic works and the main body for
implementation of protection practice． It is responsible for organizing all department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county ( city) region，and all communities，groups，organizations and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scovery，
declaration，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and to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protected areas，so as to build up a local cultural community． Different
from those who limit the“community”to the neighborhood at the grass-roots level，this article tries to take
concept of“community”under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both
neighborhood community and cultural communi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key concepts of society，
community and so on in the classical social theory of Ferdinand Tnnies and Ｒobert Ezra Park． This paper
makes following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y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and expert groups and resident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folk”cultural activities
into“public”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the county-level practi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s a level of community-based protection，which contains rich，diverse and vivid neighborhood-wide
project activities; it is also a collective subject that integrates many aspects and subjects to construct local
identity，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y in the sens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aring among provinces，countries and all human beings． In this way，we can further explore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practi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the text of the
convention，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practi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mmunity-based protection; county-level practice;

cultur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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